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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溢出视角下的城市水环境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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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对城市水环境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改造能力强劲，除自然因素外，水环境

状态为人类污染行为与治理行为共同作用下的集中体现。为分析城市水环境效应，以太湖流域为例，基于 PSR模型

对流域各市 2010～2018 年的水环境状态进行测度，并检验其空间相关性，采用杜宾模型重点分析了社会经济发展

等因素对城市水环境状态的影响以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2010～2018年间太湖流域各市的水环境状态均有

不同程度的提升，相比而言，位于流域下游区域的嘉兴和上海的水环境状态较差；城市间的水环境状态存在着正向

的空间溢出关系，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象；人口集聚对所在城市的水环境状态有负向效应，经济发展

与外商投资为显著的正向效应；对周边区域的影响作用来看，人口集聚、科技创新和耕地面积的负向溢出显著，建

设用地面积和产业集聚为正向溢出；太湖流域城市产业集聚发展趋于成熟，能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然而来

自农业的面源污染是不可忽视的制约水环境改善的影响因素。最后，根据研究结果为城市水环境改善提出加强跨区

域协同治理、引导城市土地集约式发展、加强农村水环境治理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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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水环境推动了文明的产生与发展，然而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急剧增长，人类活动对水环境的影响力

度加剧，出现了水环境污染加剧、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系统失衡等危机，使得人类的身体健康[1]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2,3,4]

受到严重挑战。特别的，由于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特大型、大型城市的出现加剧了各种生产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

极易导致环境失调。城市水环境囊括了以城市自然和人工水体为中心，流域尺度内与水体密切相关的诸多要素[5],是自然、社会、

经济系统的集中体现，其中人类在改变其生存环境与生活质量的过程中，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对水环境状态产生影响[6]。在城市内

部空间的不同发展模式下，由自然或人类活动造成的水环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变化对水环境的胁迫程度也会不同[7]。面对水环境

污染，管理者通常会采取一系列治理措施缓解水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努力阻断污染态势往恶劣方向发展，不仅包括物理、化

学、生物等工程技术方法，还会实施相关环境政策来规范城市水环境的保护
[8]
。为使水环境治理措施有效，需要厘清各种因素对

水环境状态的作用方式，从而根据其影响效应实施精准治理。由于随着人类改造能力的加强，在经济发达区域，与人类相关的社

会经济因素对环境的影响力度甚至比自然因素更大[9]。在当前的环境背景下，为推动流域城市水环境治理高质量发展，重点从社

                                                        
1作者简介：曾恩钰(1994～),女，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治理、复杂系统.E-mail:zey1024@foxmail.com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重点支持项目(92046022) 



 

 2 

会经济发展角度出发研究水环境的影响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部分学者重点研究了除自然因素外的由于人类行为活动引起的社会经济因素对水环境的影响。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推

动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甚至出现资源的使用超过了资源的再生的现象，有害废物大量产生并排入水环境中，对环境改善具有胁迫

作用[7]。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认为经济增长主要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 3 种途径影响环境质量，当经济

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环境污染会由高趋低，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呈倒 U型曲线关系[10,11]。产业集聚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影响环境质

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具有极强的外部性，学者关于产业集聚为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的观点不一。有学者认为产业集聚会使高污

染企业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加剧，超过环境承载阈值，从而导致该区域范围内的环境恶化[12,13]。然而部分研究表明，产业集

聚可通过规模效应、知识溢出、资源共享等优势提高资源利用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从而达到污染减排、环境改善的效果[14,15]。

原毅军等
[16]

指出规模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会在集聚发展过程中不断衰弱而进入瓶颈，但技术创新会使高集聚水平下的产业集聚

正外部性较强。地区间不同经济增长模式下的产业结构不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也会不同，外商投资(FDI)是产业结构变化的一

大驱动因素，针对 FDI的环境效应，存在“污染天堂”与“污染光环”两大对立假说。支持“污染天堂”假说的研究表明，FDI

主要集中于污染密集型的工业，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大，加剧了环境污染[17];而验证另一假说的研究表明，FDI 附带着新的知识

与技术，淘汰了国内部分低效企业，通过知识溢出影响经济效率，有促进节能减排、改善环境的作用[18,19]。人口空间集聚是城镇

化过程中影响水环境的另一因素，区域内人口密度的增加会对该区域的水资源供需、生活污水处理和生态环境建设提出重大考

验[20]。刘永旺等[21]基于我国省级数据，指出人口集聚与环境污染短期呈单向因果关系即人口的集聚会引起环境污染，从长期看，

环境污染达到一定程度势必会抑制人口的迁入集聚。除此之外，土地利用反映了人类的对资源的改造过程，也是影响环境的重要

因素[22]。水环境变化受土地利用的类型、结构和空间布局间交互作用下的综合影响，各种土地活动的差异造成物质与能力流动的

差异，进而引起对水环境影响的差异[23]。田甲鸣等[24]研究太湖流域 1980～2010年土地利用方式及其对水体的影响，结果表明太

湖流域耕地显著减少，建设用地显著增加，人类活动造成的土地利用变化使得氮排放对水域 TN负荷的贡献呈上升趋势。 

综上，已有针对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对水环境影响的研究仍然存在部分不足：部分研究更侧重时间维度上各因素与水环境的

关联[25,26],而由于环境的外部性特征，不可忽视空间维度上存在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水环境外溢对流域外区域的影响较

小，现有研究大多基于省级层面数据[21],鲜有关于流域内不同城市间水环境溢出效应的研究；另外，水环境的污染和治理均存在

溢出[27],现有研究对水环境污染和治理的衡量多采用排污量、水质状态和治理投资量等指标[16,28],缺乏综合反映水环境复杂关系结

构的指标体系。由于对城市水环境空间依赖性的考量，本文基于太湖流域城市的市级数据，通过 PSR 模型对水环境进行系统测

度，采用杜宾模型研究各社会经济因素对城市水环境状态的影响并检验其空间溢出效应。 

1 研究方法 

1.1水环境状态评价 

1.1.1水环境 PSR模型 

太湖流域是由水环境和以人为主体的流域社会、经济、技术系统高度耦合的社会型生态复杂巨系统，即太湖流域本质上是一

个“人与水环境生命共同体”,水质状况只是水环境状态的一项外部表征，从更系统性的角度看，水环境状态不仅受到自然因素

的影响，来自人为的城市产业集聚、环保技术扩散等因素，也会使水环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状况会发生变化。在进行水环境效应

分析时，需要对太湖不同时刻的水环境状态进行测度，该水环境状态将作为空间计量模型的被解释变量进行后续的溢出效应分

析。基于水环境的系统性，单以水质评价城市水环境状态无法反映系统中的复杂因果关系结构，因此，本文基于“压力-状态-响

应”(PSR)评价模型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城市水环境状态。PSR模型体现了人与环境间相互作用的关系，能较好评价“自然-经

济-社会”复杂系统协调发展过程中的环境质量，该模型的分析框架如图 1所示。在 PSR模型中，压力指标表征人类的经济社会

活动对环境的作用，在水环境中，主要为污染物排放造成环境破坏；状态指标表征特定时间阶段的环境系统变化，包括自然环境

系统和社会环境系统；响应指标表征社会为预防、消除环境污染所作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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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太湖流域城市水环境 PSR分析框架 

1.1.2指标权重设定—CRITIC法 

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后，计算水环境总体状态需赋予每个指标不同的权值。为了客观反映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克服主观因素的

影响，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 CRITIC法计算各指标权重。CRITIC权重法基于评价指标的对比强度和指标之间的冲突性来综合

衡量指标的客观权重，计算步骤如下。 

(1)无量纲化处理。 

为指标间具有可比性，消除量纲不同对结果的影响，需对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文采用归一化的处理方式，将指标的

取值至于[0,1]之间，公式如下。 

若为正效应指标： 

 

若为负效应指标： 

 

式中：x′i表示归一化处理后的值；xi为实际值；xmax为该指标中的最大值；xmin为该指标中的最小值。 

(2)指标信息量计算。 

指标的信息量既考虑了指标变异性的大小，又兼顾了指标间的相关性。指标变异性用标准差衡量，标准差越大表示该指标的

数值差异越大，越能放映出更多的信息；相关性则采用相关系数衡量，一指标与其他指标的相关性越强，则该指标就与其他指标

的冲突性越小，反映出相同的信息越多，所能体现的评价内容就越有重复之处，一定程度上也就削弱了该指标的评价强度，应该

减少对该指标分配的权重。指标 j信息量 Cj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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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j和 Rj分别为指标 j的变异值和冲突值；x¯j 为指标 j的均值，rij为指标 j与指标 i之间的相关系数，p为指标总个

数。 

(3)指标权重计算。 

指标 j的信息量越大，该指标所分配的权重越大，指标 j的权重 Wj计算公式为： 

 

1.2空间相关性检验 

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前需要检验各城市间的水环境状态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常采用的方法是用空间自相关系数 Moran′sI

指数进行衡量。Moran′sI指数的取值在[-1,1]间，当取值大于 0时，表明城市间水环境状态存在空间正相关，反之，则表明存

在空间负相关，取值绝对值越大表示相关性越强；若 Moran′sI=0,则意味着不存在空间相关性。Moran′sI 指数的计算公式如

下。 

 

式中：n 为城市个数；wij 为空间权重矩阵(距离函数为“相邻”);Yi、Yj 分别为城市 i、j 的水环境状态得分；

表示当年所有城市水环境状态得分的均值。 

1.3空间计量模型 

1.3.1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鉴于本研究所关注的城市水环境效应的溢出效应分析，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可以识别不同区域间的空间交互关系。空间计量

模型更关注城市间存在的空间依赖性，能捕获到各城市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特征变化，除了能获取到影响因素对本市的影响外，还

能识别其对周边城市的间接影响。下面对针对面板数据所采用的常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说明，一般形式可写成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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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yi,t-1 为被解释变量 yit 的一阶滞后(当分析数据为静态面板数据时，τ=0),w′i 为空间权重矩阵 W 的第 i 行，

为空间权重矩阵 W 的 i 行 j 列值，d′iXtδ 为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d′i为解释变量空间权重矩

阵 D的第 i行，ui为区域 i的个体效应，γt为时间效应，εit为扰动项，m′i为扰动项空间权重矩阵 M的第 i行。 

在(6)式中，参数为不同取值时会得到不同的空间计量模型：如果 λ=0 且 δ=0,为“空间自回归模型”(Spatial 

Autoregression Model,SAR),该模型不考虑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与扰动项间存在的依赖性；若仅 λ=0,为“空间杜宾模

型”(Spatial Durbin Model,SDM),该模型进一步考虑了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即被解释变量 yit还依赖于其邻居该时期的自变

量；若τ=ρ=0 且δ=0,为“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该模型的空间依赖性仅体现于误差项中，表明对被解

释变量 yit有影响的不可观测的随机冲击存在空间相关性；若τ=0且δ=0,则为“空间自相关模型”(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odel,SAC),该模型考虑了被解释变量间和扰动项间存在的空间依赖性。 

另外，在(6)中，空间计量模型的构建需要引入空间权重矩阵。空间权重矩阵度量了不同区域之间的空间距离，是进行空间

计量分析的前提。记空间权重矩阵上区域 i 和区域 j 之间的距离为 wij,空间权重矩阵为对称矩阵，其中矩阵中主对角线上元素

w11=w22=…=wnn=0。本研究中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采用的距离函数为“相邻”,即若两城市 i,j具有共同的边界，则 wij=1;反之，则

wij=0。 

1.3.2空间溢出效应分解 

在式(6)中，解释变量 xit对 yit的边际效应并非β,由于内生交互性 w′iyt的存在，xit对 yit产生作用后，不同区域的被解释

变量间还会相互影响，因此β的参数估计值是有偏的。这种现象解释为某个变量的变化不仅会影响到该区域的被解释变量值变

化，还可能会对周边区域产生影响，因此需要通过对(6)式进行偏导分解，得到解释变量对区域被解释变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

应和综合效应[29]。 

以杜宾模型的空间溢出效应分解为例，杜宾模型简写为以下形式。 

 

其中α为固定效应值，对(7)式变形得到： 

 

令 Sr(W)=(I-ρW)-1(Iβ+Wβ′),(8)式改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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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表示解释变量个数；Xr表示第 r个解释变量。对(9)式进行矩阵展开： 

 

在(10)式中： 

 

该式表明区域 j的变量 Xjr对任意区域 i的被解释变量都可能有影响，Sr(W)ii为区域 i的变量 Xir对本区域被解释变量 yi的直

接效应。矩阵 Sr(W)主对角线上所有元素的平均值为变量 Xr的平均直接效应，非对角线元素之和的平均值为平均间接效应，直接

效应和间接效应之和为总效应。 

2 研究区域与变量选取 

2.1研究区域 

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城市水环境对影响因素的响应程度不同[30,31]。中国东部地区多

属于沿海发达城市，相比较中西部地区而言，城市发展过程中会产生较强的规模经济和环境溢出效应[25]。流域是跨区域协同治理

的主要单位，其中太湖流域位于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是我国大中城市最密集、经济最发达和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经过十多年

的高强度环境治理，太湖流域水环境问题总体上得到了较大缓解与改善，但是由于治理动能不充分、不均衡、作用边界不到位等

问题，反复性、不稳定的环境问题依然存在。太湖流域产业、人口集聚，水网密集，受人为因素影响程度高，水环境中存在的污

染效应与治理效应均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因此，本文选取太湖流域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针对太湖流域城市水环境影响因素

以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分析对其他相似流域的城市水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最终，根据太湖流域的行政区域划分，分析

对象确定为江苏省的无锡、苏州、常州、镇江，浙江省的湖州、杭州、嘉兴，以及上海市，共 8所城市(安徽省部分和南京高淳

区域占比小不纳入分析),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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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研究区域地理位置及行政区划图 

2.2变量选取 

根据前人研究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采用的影响水环境质量的解释变量如下： 

(1)人口密度(PopuDen),人口密度反映了人口在一定空间上的集聚程度，通常人口的增加会导致生活用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

量增加，加重水环境自然调节的压力。本文采用常住人口与行政区域面积的比值衡量，即每平方公里的常住人口数。 

(2)经济发展(PerGdp),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EKC 假说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间存在着倒“U”

关系。本文采用人均 GDP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并以 2010年为基年，依据 GDP平减指数消除了通货膨胀或紧缩的影响。 

(3)外商投资(FDI),FDI 流入不同的产业会产生不同的环境效果，可能加剧环境污染或促进环境改善。本文采用当年直接利

用的外商投资金额与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投资金额根据当年美元汇率换算成人民币金额。 

(4)技术创新(TechInno),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利于改进生产方式和清洁环保技术，从而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和污染治理水

平。本文采用每万人拥有专利授权数反映该地区技术创新水平。 

(5)产业集聚(LocaQuo),通常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工业是水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产业集聚对水环境的影响具有多重

性，有正向、负向和交互耦合作用。本文采用地区工业产业的区位熵衡量该地区的产业集聚程度，区位熵测度地域要素的空间分

布格局，用来比较各地区产业集聚程度的差异，区位熵指数越大，产业集聚水平越高，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LQit为 i地区在 t年的区位熵；qit为 i地区在 t年的工业生产总值；Qit为 i地区在 t年的所有产业的生产总值。 

(6)土地利用，在流域尺度上，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会产生不同的排污量、影响着径流的流动以及污染物在该区域的吸收、

沉淀过程，进而引发不同的环境效应。本文主要考虑两种土地利用类型：耕地和建设用地，采用该区域耕地面积与总行政区域面

积的占比(Land_plow)、建设用地面积与总行政区域面积的占比(Land_cons)两个指标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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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涉及到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浙江自然资源与环境统计年鉴》

《浙江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镇江统计年鉴》《常州统计年鉴》《无锡统计年鉴》《苏州统计年鉴》《嘉兴

统计年鉴》《湖州统计年鉴》和《杭州统计年鉴》,各市公布的《水资源公报》《生态环境质量公报》,住建部公布的《中国城市建

设统计年鉴》,土地利用类型采用 2010、2015、2020年卫星遥感影像数据进行提取(缺失年份采取线性插值计算),部分缺失数据

通过向各政府部门提交《依申请公开》获得。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全面性，本研究的时间分析跨度定为 2010～2018年，共 9a

数据。解释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 1所示。 

3 城市水环境状态测度 

根据水环境 PSR分析框架中各指标内涵，首先查阅相关文献建立反映水环境状态的相关指标，然后查找相关数据资料，秉着

可获取原则，删除无法测度指标，建立最终的具体评价指标体系，采用 CRITIC法计算各指标权重，指标体系及计算结果如下表

2所示。 

表 1 2010～2018年解释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PopuDen 人/km2 1310.383 986.1088 493.488 3825.692 72 

PerGdp 元 100754.600 30119.810 45321.000 169960.600 72 

FDI % 3.793 1.160 1.421 6.444 72 

TechInno 件/万人 39.992 16.638 9.162 93.161 72 

locaQuo - 1.087 0.154 0.734 1.352 72 

Land_plow % 45.503 14.343 17.661 65.832 72 

Land_cons % 21.131 8.839 5.436 34.774 72 

 

表 2城市水环境评价指标与权重 

类型 指标 单位 属性 变异性 冲突性 信息量 权重 累和 

压力 

万元农业增加值化肥施用量 千克/万元 - 0.262 9.202 2.411 0.069 

0.303 

万元农业增加值农药施用量 千克/万元 - 0.228 9.016 2.057 0.059 

万元工业增加值工业废水排放量 t/万元 - 0.172 9.971 1.713 0.049 

万元工业增加值工业废水 COD排放量 kg/万元 - 0.163 9.873 1.611 0.046 

监测断面水质劣Ⅴ比例 % - 0.280 10.059 2.813 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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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万元农业增加值用水量 m3/万元 - 0.189 9.639 1.823 0.052 

0.341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m3/万元 - 0.251 11.701 2.934 0.084 

人均年生活用水量 m3/人 - 0.181 10.991 1.986 0.057 

万元 GDP用水量 m3/万元 - 0.218 9.723 2.116 0.061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比例 % + 0.305 10.029 3.059 0.087 

响应 

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m2 + 0.254 8.871 2.256 0.065 

0.356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0.259 10.570 2.740 0.078 

城市污水处理率 % + 0.239 9.760 2.331 0.067 

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 km/km2 + 0.266 10.585 2.820 0.081 

工业用水重复用水率 % + 0.210 10.878 2.288 0.065 

 

注：“+”表示该指标为正效应，其指标值越大水环境状态越好；“-”表示该指标为负效应. 

从表 2 中各指标的权重值可知，水功能区水质达标比例对水环境状态的贡献最显著，其次是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和建成

区排水管道密度。将太湖流域 8市 9a的各项指标数据与相应指标权重乘积再求和后，最终得到各城市不同年份的水环境状态得

分，如图 3 所示，该得分将作为后续水环境空间溢出分析中的被解释变量。图 3 显示，9a 间，太湖流域各市的水环境状态均有

不同程度的提升，各城市相比较而言，嘉兴和上海的水环境状态较差。从指标体系中权重占比最大的指标角度看，由于嘉兴和上

海位于流域的下游，相比较上游城市而言，水污染物到达该市时累计量达到最大，以至于水质达标比例相对较低。 

 

图 3太湖流域各市 2010～2018年水环境状态 

4 空间溢出分析 

4.1空间相关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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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式(5)计算 2010～2018年城市水环境状态的 Moran′sI指数，结果如表 3所示。 

结果表明，2010～2018年城市水环境状态的 Moran′sI指数均大于 0,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各城市间的水环境状态

存在着空间正相关性。Moran′sI指数能从一个方面检验出水环境状态存在着空间溢出，即水环境状态较好的地区也会促进周边

地区的水环境改善，后文将继续对解释变量影响城市与周边城市水环境状态的测度进行分析。 

4.2空间计量模型选取 

由于各解释变量的量纲尺度范围不同，为降低数据的整体差异性，让数据取值范围更加平稳和更好表示弹性变化，因此对所

以解释变量做对数处理。在选择最适合的空间计量模型前，需先建立空间自回归模型对其进行检验，判断模型中是否存在空间效

应以及存在哪种形式的空间效应。如若存在空间效应，采用 OLS 进行估计是存在偏差，本文采用的估计方法是 Lagrange 

multiplier检验，采用 LM检验和稳健的 LM检验判断空间滞后项和空间误差项的显著性，结果如表 4所示。 

表 3水环境状态 Moran′s I指数值检验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MoranI 0.205* 0.107* 0.206* 0.211* 0.169* 0.206* 0.162* 0.219** 0.235** 

 

注：“***”、“**”和“*”分别表示在 0.01、0.05和 0.1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 4空间效应检验 

检验统计量 值 p值 

LM_error 0.384 0.536 

Robust LM_error 21.979 0.000 

LM_lag 15.261 0.000 

Robust LM_lag 36.857 0.000 

 

上表显示，针对空间误差(spatial error)的检验中，LM-error检验不拒绝“模型残差不存在空间相关”的原假设；而针对

空间滞后(spatial lag)的两个检验均拒绝了原假设，表明空间滞后项存在相关性。因此，包含空间滞后项的空间自回归模型(SAR)

更适合用于建立本研究的空间计量模型
[32]

。另外，空间杜宾模型(SDM)除能弹性的表达 SAR外，还可以同时比较解释变量与被解

释变量的空间相关性，具有更好的优势。因此，本研究的空间计量模型选定包含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的空间杜宾

模型。 

对于空间计量模型应采取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采用 Hausman检验进行甄别。检验结果的统计量值为 16.900,p值为 0.018。

结果表明 Hausman 检验的 P 值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拒绝随机效应模型，表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更佳。另外，对于采取何

种固定效应形式，进一步用空间杜宾模型回归了在时间固定和空间固定时的结果。回归结果显示空间固定模型与时间固定模型

的 R
2
均在 0.9 以上，表明两模型的解释能力强。由于本研究的样本时间截面数(T=9)>个体截面数(N=8),并且部分解释变量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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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相关性，因此选择采用时间固定效应下的 SDM模型。为了进一步说明选取模型的最佳适用性与复杂性，本文采用似然比率

(Likelihood ratio)检验时间固定的 SDM模型是否可以退化为时间固定的 SAR或 SEM模型，结果如表 5所示。 

表 5空间计量模型的 Lratio检验分析 

检验统计量 

SARvsSDM SEMvsSDM 

SAR SDM SEM SDM 

Likelihood-ratio test 124.69
***
 118.18

***
 

AIC 84.570 -26.116 78.067 -26.116 

BIC 105.060 10.311 98.557 10.311 

 

表中结果表明，依据赤池信息准则(AIC)和贝叶斯信息准则(BIC),SDM模型的 AIC和 BIC值均比 SAR、SEM模型小，且 Lratio

检验满足 0.0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 SDM模型拟合的优良性，所以时间固定效应下的 SDM是解释样本最适合的空间模型[32]。因此，

后续分析主要针对时间固定效应下的 SDM模型的回归参数进行解释。 

4.3溢出效应分解与估计 

由于内生交互性，4.2 中直接固定效应回归中的参数估计是有偏的。依据 1.3.2 中所述，对不同变量的溢出效应进行分解，

结果如表 6所示。 

表 6时间固定杜宾模型系数的空间溢出效应分解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综合效应 

系数 p值 系数 p值 系数 p值 

lnPopuDen -2.227 0.000 -5.154 0.000 -7.381 0.000 

lnPerGdp 5.360 0.000 1.746 0.206 7.105 0.000 

lnTechInno 0.019 0.855 -1.368 0.000 -1.349 0.000 

Land_plow -0.034 0.195 -0.251 0.000 -0.285 0.000 

Land_cons 0.026 0.594 0.371 0.000 0.398 0.001 

FDI 0.130 0.000 0.121 0.025 0.251 0.000 

LocaQuo 1.687 0.157 6.028 0.001 7.716 0.007 

 

表 6结果显示，不同因素对本地区水环境状态的影响方式不同，以及对周边区域存在不同程度的空间溢出。从综合影响程度

的大小来看，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对水环境状态的影响程度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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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口密度(PopuDen)的直接效应系数为-2.227,溢出效应(间接效应)系数为-5.154,都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经

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的空间集聚会显著降低当地的水环境状态，这与郭佳等[20]的研究结论一致，并且人

口集聚会进一步通过环境迁移降低周边地区的水环境状态。从水环境状态的度量指标体系出发，人口的空间集聚导致生活用水

与污水排放增加，人均生态绿地面积的拥有量低，这会对该区域的水资源供需、生活污水处理和生态环境建设提出重大考验。 

(2)经济发展水平(PerGdp)的直接效应系数为 5.360,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对周边城市的溢出效应不显著。结果与

王飞成等[33]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表明在东部区域，经济与环境能实现协调发展，关系模型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右侧。可能

原因是经济发展会促使管理者投资更多的资金用于环境治理、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污水处理效率，进而改善水环境状

态。另外，溢出效应不显著，可能由于城市环境治理着重于本区域，对周边区域环境治理行为的带动能力不足。 

(3)技术创新(TechInno)的直接效应为正向，但不显著，溢出效应系数为-1.368,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技术创新对当

地的水环境状态改善效果不显著，可能由于该地区用于改善水环境、提高用水效率的创新技术占比低、授权到技术的实施存在一

定的滞后或者技术的实施效果不显著造成。技术创新对周边城市的负向溢出可认为是存在人才的虹吸现象，另外罗勇根等[34]的

研究认为专利发明人更可能向环境质量较好的城市迁移，进而降低了周边城市的技术创新对水环境状态的改善。 

(4)耕地面积(Land_plow)与建设用地面积(Land_cons)的直接效应都不显著，耕地面积的溢出效应系数为-0.251,建设用地

面积的溢出效应系数为 0.371,都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土地利用在对流域城市水环境的影响方面，主要表现为通过环

境迁移对周边城市的影响。土地利用变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表征，主要受人类活动对生态的改造过程影响，在 2010～2018年

间太湖流域各城市的耕地面积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建设用地面积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农业污染作为非点源污染的主要来源，

对水环境有负向影响，结果与刘瑶等[35]的观点一致。耕地面积的减少可降低农业用水量，农药的需求量的减少可降低土地的污染

程度；另外，长期不耕种的耕地会转变为草地，可提高整个生态环境的涵养能力。太湖流域城市土地城市化率较高，建设用地对

周边地区的水环境状态改善有正向影响，可能是由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经济发展以集约式发展模式为主，政府出台

环境规制政策控制环境污染程度。结果符合王镝等[36]的研究，表明在不断的城镇化过程中，生产过程对土地生态价值的影响程度

有所降低。 

(5)外商投资(FDI)的直接效应系数为 0.130,通过 1%显著性水平检验；溢出效应系数为 0.121,通过 5%显著性水平检验。“污

染天堂”与“污染光环”两大假说对 FDI的环境效应持不同态度，本研究中的 FDI对水环境状态改善效果显著，与 Huangetal.[18]

的观点一致。从 FDI 投资数据上看，本研究的时间跨度内太湖流域城市的外商投资额大致符合倒 U 型曲线，有先增长再不断降

低的趋势，意味着目前外商投资的流入门槛不断提高，政府注重 FDI往绿色创新型产业转型。FDI的正向溢出表明 FDI对周边城

市企业带来的主要影响也由资金、示范效应转为绿色创新技术和知识溢出效应。 

(6)产业集聚(LocaQuo)的直接效应为正向，但不显著，溢出效应系数为 6.028,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产业集聚对当地

的水环境状态改善程度并没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由于目前各城市的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与工业用水重复用水率都很高，所以

产业聚集对该地区的水环境状态影响不显著。太湖流域城市的产业集聚发展趋于成熟，集聚规模和资源配置之间专业化程度高，

具有污染治理的规模效应，这现象与原毅军等[16]的观点基本一致。本研究中的区位商测量的是一座城市工业集聚程度在整个流

域的相对水平，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通常一座城市的集聚度增加会造成其他城市的集聚度减少。另外，工业污染作为水环境的主

要污染源之一，一座城市的工业聚集增加能缓解周边区域的工业污染源处理压力。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城市水环境效应为切入点，选取太湖流域的 8 座城市为研究区域，实证分析了不同因素对城市水环境状态的影响以

及存在的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首先基于 PSR模型对各城市的水环境状态进行测度，并检验了水环境状态存在的空间相关性。在

此基础上，辨识对水环境造成影响的关键因素，建立空间杜宾模型重点考察了人口集聚、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土地利用、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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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和产业集聚因素对城市水环境状态以及周边区域水环境的作用。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近年，太湖流域各城市的水环境状态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各城市相比较而言，位于流域下游区域的嘉兴和上海的水环

境状态较差。 

(2)各城市间的水环境状态存在着空间正相关性，即正向的空间溢出，表明水环境状态较好的地区也会促进周边地区的水环

境改善，呈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象。 

(3)各因素对本区域水环境的影响作用来看，人口集聚存在着负向效应，造成了水环境压力，而经济发展与外商投资为显著

的正向效应。 

(4)对周边区域的影响作用来看，人口集聚、科技创新和耕地面积的负向溢出显著，建设用地面积和产业集聚的正向溢出显

著。 

(5)太湖流域城市土地城市化率较高，经济发展以集约式发展模式为主，产业集聚发展趋于成熟，集聚规模和资源配置之间

专业化程度高；来自农业的面源污染是不可忽视的制约水环境改善的影响因素。 

太湖流域各城市不仅在地理空间上存在关联，并且各城市在环境规制上存在相互学习借鉴，因此，水环境的空间溢出效应不

仅包含着水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还存在着污染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改善城市的水环境状态，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重视水环境效应存在的空间溢出性，每个城市的水环境状态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各城市在污染治理时，应加强交流与合

作，将整个流域视为一个具有整体性、关联性、层次性的复杂系统，实现跨区域协同治理，不可仅专注于本地区利益。 

(2)为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实施有效的环境政策。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加强环境基

础设施建设，提高污水处理效率；制定科学合理的外商投资政策，严格限制高污染型企业进入，引导企业往绿色创新型企业转

型；加强对绿色创新技术的成果转化与实施，对企业的绿色技术研发给予一定的补贴，各区域间应实现技术共享；为加大产业集

聚产生的规模效应与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产业集聚的同时要建立健全的集聚区污染处理机制，加大治理设施建设与统筹安排；为

实现国家“碳中和”目标，产业结构往供给侧低碳转型、需求侧节能降耗方向引导。 

(3)城市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主要受人类活动改造的影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设用地应往高效集约式发展，将低效、

分散、高污染的建设用地进行减量；限制城市建设用地无序扩张，确保生态保护区面积不减少，确保区域的污染容纳能力和碳吸

收能力；为限制耕地面源污染对水环境的威胁，应引导农民减少对农药化肥的使用，发展高效节水灌溉模式，完善农村环境治理

设施的建设，加快培育农业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主体，环境规制与激励机制协调，以便社会资本参与到农村水环境治理中并且能长

期有效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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